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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

——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牛贯杰

[摘要 ]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

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

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

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

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费正清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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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a是海外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人物之一，被称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b或“美国的

中国学术研究的教父”c。他是美国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他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培养了

大批研究人才，无论人员数量还是论著出版规模，都使美国超越欧洲和日本，成为海外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力量。他创建了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创设了美国全国性的

学会组织，建立了中国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形成了新的学术群体和研究网络，毫无疑

问，费正清是这一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就创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几乎没人能够

和费正清相提并论。”d

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中文

译本，分上、下两册，该书英文版以费正清 1936 年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历经十数年

[ 收稿日期 ]  2022–05–26
[ 作者简介 ]  牛贯杰（1974— ），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niuguanjie@ruc.edu.cn
[ 基金项目 ]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15XNL002）。
a 费正清是梁思成给美国人 John King Fairbank 起的中文名字。抗战时期，Fairbank 使用的中文名字叫范朋克，梁思成认为

这个名字像“野蛮的绑匪”，故帮他取了新的名字费正清。新的名字后来被中文读者所熟知。（《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3 页）

b 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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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于 1953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费正清写作时间最久的学术著作，同时也奠定了

他的研究基础和学术地位，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费正清和他的著作从不缺乏“注意的目

光”，a正如专门研究费正清的学者所言，“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

困难”，b在20世纪下半期背景各异的历史时期均受到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攻讦和考验。从内容来

看，费正清的这部成名作，不仅仅具有史学史意义的经典价值，该书重视中文档案文献的实证

方法、社会科学化的理论研究视角，开创了中国近代化问题、满汉关系、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

农民起义、帝国主义观等研究领域，这些方面成为美国中国学知识谱系的起点，在当前美国的

中国研究中仍然发挥作用。

该书出版后，经历了与时代发展和学术变迁同步的跌宕起伏。20 世纪 50 年代，该书成为美

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为我们拼接出近代历史最复杂的图景之一”，c是当时学者和

研究生的必读书。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费正清的著作因同情中国革命的观点遭到了

审查，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则视其为“资产阶级御用学者”。60 年代，这部书成为台湾当局“揭批

费正清亲共阴谋”政治浪潮中最富“偏见”的一本书。d同时苏联汉学家也因其亲华态度攻击他

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和“北京政权的工具”。e70 年代末，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认为本书是

强调文化因素而忽视历史取向的典型代表，指出本书“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文化的比较稳定持

续的属性和特征——即文化的固有特性上——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是“中

国中心取向”批判的对象。f为了强调“中国中心观”，柯文选取几乎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

交》同期出版的费正清和邓嗣禹主编的另一部文集《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的

题目作为批判费正清的靶的，将其研究取向概括为“冲击—反应”模式。

柯文的著作于 1989 年引入国内，g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引发国内外学界的热议和重视，

费正清由此成为柯文反思和批判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这一形象在很长时间内被

固化。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内学界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更加深入全面的分析与反思，h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中心观”存在逻辑论证上的缺陷和理论框架内在的虚无倾向。例如，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其在逻辑论证方面的问题：“‘中国中心观’对原有认知框架的挑战，在实践

上更多采取了某种单向度逆反立场”，其实并未形成对费正清等旧有模式的超越，“而是从一个

a 关于国内学界对于费正清的研究与译介，参见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

研究》1993 年第 5 期；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 年；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

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

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

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 年第 7 期；肖文明：《宏大叙事的探寻与中国中心观的再思考》，《学术研究》

2016 年第 5 期；王瑞：《“中国中心观”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2 期；等等。

b 保罗·埃文斯：《导言：费正清研究入门》，《费正清看中国》，第 7 页。

c Donald F. Lach, “Reviewed Work: Trade on the Diplomacy on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by John 
King Fairbank,”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1 (October 1954), p.110.

d 吴锡泽：《费正清论》，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部，1969 年，第 22 页。

e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册，第 62 页。

f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05 页。

g 关于对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全面解读，参见林同奇：《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人文追求录：

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226–250 页。

h 周武等：《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史林》2002 年第 4 期；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

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朱浒：《“范式危

机”凸显的认识误区——对柯文式“中国中心观”的实践性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李学智：《冲击—反

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 7期；仇华飞：《从“冲击—反应”

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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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a柯文后来也承认，“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采用的中国中心取向也有可

能蜕变为一种新的狭隘主义，这种狭隘主义由于低估西方在 19、20 世纪对中国的作用，只是把

夸大西方作用的老狭隘主义颠倒过来”。b“老狭隘主义”的代表指的正是费正清。遗憾的是，人

们对费正清与“冲击—反应”模式之间固有联系的认识仍然存在。

一、开创中国档案文献的实证研究传统

费正清之前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包括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他与宓亨利

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等权威著作，在史料运用方面主要是西文材料，如英、美等国政府

档案、中国海关资料、西方人在华所办的商业刊物和行业刊物，以及西方出版的各类回忆录、

传记、书籍，等等。同时，学者本人的经历也与中国有关，如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宓亨利则

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上海担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学教授。

费正清是西方世界首先综合使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1929 年，他在哈佛大

学求学时遇到刚刚访问亚洲的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查尔斯·韦伯斯特。韦伯斯特在中国结识了

当时还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蒋廷黻，得知中国刚刚出版 130 多册的清朝外交档案资料汇编——《筹

办夷务始末》。韦伯斯特告诉费正清，这些档案是珍贵的宝藏，它提供了中国人对中西关系的看

法，“能更清楚地说明东亚的疑难问题”，“可能对改写中西关系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c他建议

费正清利用人们了解甚少的中国原始档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

1929 年秋，费正清到牛津大学求学，得到权威学者马士的悉心指导。马士对英国外交档案、

东印度公司档案和中国海关档案都极为熟悉，著有 3 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5 卷本的

《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等名著。马士本打算利用未刊的赫德日记，对早期通商口岸外交制度的核

心——中国海关进行研究，但由于赫德后人拒绝提供私人文件，这一研究计划未能实施。马士建

议他就此题目展开研究。费正清利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想法也得到马士的支持。

费正清首先沿着马士的学术道路，搜集了英国公共档案馆所藏的中国通商口岸英国领事档

案。他对初次搜集档案的情形记忆犹新：“在伦敦档案局的圆形大厅里，裹着厚毛衣、鼻子冻得

通红的女抄写员们；戴着厚手套、握着擦不干净的铅笔的形形色色默不作声的研究者们（不允

许用墨水写），都围绕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忙碌，资料、记录一册册地堆积着……人们可以想

象领事馆的职员们制作这些文件要耗费多少功夫……正是这些资料构筑了帝国的大厦，为保卫、

发展现行制度的活力提供记录，甚至可以为军舰的出动作法律辩护。”d费正清以这些档案为基

础，完成了文学士学位论文《1850—1854 年英国对中华帝国海关起源的政策》。e1931 年费正清

返回美国，前往国会档案馆继续查阅档案；同年他还去了巴黎的法国国家档案馆。这样，费正

清大体查阅了中国开埠初期最重要的三个西方国家的档案。

1932 年 2 月，费正清来到中国。他学习汉语的同时跟随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

阅读《筹办夷务始末》，为此还专门买了一套故宫博物院影印的《筹办夷务始末》。f他不无得意

地写道：“照相平板印刷术为摹本复制提供可能，我恰好赶上了这些文献资料如潮水般印制出来

a 朱浒：《“范式危机”凸显的认识误区——对柯文式“中国中心观”的实践性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

b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 210 页。

c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10 页。

d 《费正清自传》，第 34 页。

e J. K. Fairbank, “British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4,” B. Litt.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1931.

f 《费正清自传》，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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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好时机。”a不过，当翻阅这些资料时，他很快感受到中、西方档案之间的巨大差异。韦伯斯

特本以为这些材料将有助于对中西关系进行全新的阐释，但费正清初次面对中文材料时却遇到

相当大的挑战。他在给马士的信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是对中文资料的陌生感，他对这些

文献表示怀疑，认为有必要“证实这些作为唯一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的中文文献”；其次是

中、西方档案内容的巨大差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即使以非中国的材料为基础编写的历史将继

续作为一种规范，中国人仍将对这样的历史予以吹毛求疵的挑剔”。b

费正清在中国搜集的另一类档案史料是英国驻华领事馆档案，“这些档案仍保留在中国各通

商口岸”。c1933 年底，费正清开始着手搜集沿海 5 个通商口岸以及香港的英国领事馆档案。其

中，上海领事馆的档案在 1870 年被焚毁，宁波领事馆的档案保存在上海，其他各港口的档案

大部分还保持完整。费正清的这一活动得到远在英国的韦伯斯特的大力支持。他催促英国外交

部图书馆馆长给北京领事馆写信，让领事通知各港口领事允许费正清去查看他们的原始档案。

1934 年 12 月至 1935 年 2 月，费正清和妻子费慰梅在中国沿海查阅资料。d

在上海，费正清所做的主要事情并非查阅英国领事馆档案，而是查阅 1850—1854 年的《北

华捷报》。e 之所以没有查阅领事馆档案，主要原因是当时在上海的海关税务司魏尔特从中作

梗，因为他已打算研究海关和赫德，所以对费正清来访极为警惕。费正清在宓亨利的介绍下与

魏尔特相识。虽然魏尔特“像往常那样和蔼”，但“他并没有提到早期的海关资料从各港口送到

上海海关总局组建海关图书馆的事。……为了我们的良好关系，我总是提醒自己超脱出同他的

竞争”。f魏尔特后来如愿出版名著《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1843—1938 年》以及《赫德与中国

海关》，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却未涉及 1858 年以后的事情。费正清查阅 1843—
1854 年 75 卷的宁波领事馆档案时则顺利很多。据费正清回忆，“英国领事馆给我一间带电话的

房间，还派来一名听差由我调遣，威尔玛和玛丽安帮我抄写，摘取大意，我们随身还带来两台

打字机”。g随后，费正清和夫人考察了福州、厦门、汕头和广州，“在少有人用的英国领事裁判

室里，花去大量时间查阅了两百多册已经发霉的、有时还有虫蛀的信件合订本，经常还依靠两

位打字员的帮助”。h

1935 年 1 月，费正清来到香港。这次香港之行除查阅驻华商务监督档案之外，还意外获得

了怡和洋行和琼记洋行的档案。这批资料是研究生约克在 1934 年 10 月所发现，“这些档案放在

东角的一个破旧的仓库内，约有 700 个箱子，包括信件、分类账、账簿、船用载货单和其他公

文。……这个仓库还有琼记公司从 1845—1875 年的档案”。i这批档案对费正清的研究有直接的

价值：“资料叙述了英国贸易扩张的历史，实施这种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这

些问题是怎样被解决的，但是没有述及查顿家族和马地臣家族在香港和其他口岸对英国政府所

产生的影响。”j当费正清获取这些“西方与远东联系的主要途径”的材料后，他还和当时怡和洋

行的大班凯瑟克进行了数次讨论。这次新发现令他兴奋不已，他在给韦伯斯特的信中写道：“我

a 《费正清自传》，第 115 页。

b 费正清致马士函，1932 年 3 月 22 日、5 月 15 日，引自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23 页。

c 《费正清自传》，第 38 页。

d 《费正清自传》，第 138 页。

e 《费正清自传》，第 80 页。

f 《费正清自传》，第 77 页。

g 《费正清自传》，第 139 页。

h 《费正清自传》，第 144 页。

i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34 页。

j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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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3 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由于激动，我仍感到虚弱。”a

1935 年 2 月到 11 月，费正清在北京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几乎每天都在打字机上度过。

其中有 5 篇论文在蒋廷黻的帮助下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b 还有 1 篇发表在《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terly）。c1936 年 1 月，费正清按“法定大小尺寸的公文纸抄写五个复本”，d完成了博士论文，

奠定了 1953 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初稿。

四年的在华经历使费正清掌握了语言工具，积累了文献史料，同时与海关、领馆、洋行等

在华西人以及中国的政界、学界要人密切交往，还领略了北京和通商口岸的风土人情，“从而使

外交史的抽象概念较深入地扎根于个人经验的土壤里”，完成了从“一个以中西关系为专业的外

交史学者”向“一个以外交史为专业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转变。e 不仅如此，费正清还将欧洲

流行的档案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学研究。他回顾道，“数年后，我发现外国研究者已能够阅读

新近出版的清季外交史料档案，特别是他们得到了能够解读这些档案的中国学者（或满族学者）

的帮助。这样，北京与沿海省份之间的清代奏折便能与 20 世纪 30 年代非常盛行的英、法、美

外交史资料衔接互鉴。学者从相对熟悉的外文资料转入晦涩难懂的中文资料解读，从而，这又

引发关乎中国制度演进的诸多问题”。f不难看出，费正清改变了既往研究中以西方为策划和活

动中心的外交史模式，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文史料中所呈现的中西互动图景。

费正清开创了美国中国学重视利用档案文献的实证传统。在他影响下，美国学者和学术机

构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文献史料的搜集工作。他的学生芮玛丽在抗战后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

院收集大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包括官方出版物、中国收藏家和知名人士后代的家藏文献，以

及延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献，使胡佛图书馆成为海外收藏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献的重镇。费正

清在哈佛大学开设清代档案阅读研究课程，专门引导学生利用清朝档案做研究。他的学生孔飞

力继承衣钵，不仅继续讲授清代档案课程，还利用清宫档案写有名著《叫魂》。另一位学生魏斐

德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完成了著名

的“上海三部曲”系列著作。这一学风至今仍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特征。

二、摆脱传统古典汉学的现代中国学研究

在费正清求学的时代，美国哈佛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关于中国历史的教学研究状况并不理

想。当时西方史学已历经 18 世纪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史学和 19 世纪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步入

成熟发展的现代史学时期，但与之相比，中国方面的研究仍以传统汉学和民族志学为主，鲜有

a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34 页。

b J. K. Fairbank,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2 (1933), pp. 215–263; “The Provisional System at Shanghai in 1853—1854,” Part Ⅰ ,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8, No.4 (1935), pp. 455–504; “The Provisional System at Shanghai in 1853—1854,” Part Ⅱ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9, No.1 (1935), pp. 65–124; “The Crea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 Part Ⅰ ,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9, No.4 (1936), pp. 469–514; “The 
Crea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 Part Ⅱ ,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0, 
No.1 (1936), pp. 42–100. 这些文章分别构成《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第 13、22 和 23 章的基本内容。

c J. K. Fairbank, “The Defini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s Status (1854—1855): A Chapter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 Vol. 9, No.1 (1936), pp. 125–163. 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沿海的贸

易与外交》第 23 章的基本内容。

d 《费正清自传》，第 168–169 页。

e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43 页。

f 费正清：《致谢》，《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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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开创了现代史学意义上的中国

研究，他在多年之后追忆道，正是因为当时的研究“环境教会我不要墨守成规”。a

外交史是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领域之一，但其主要着眼点还在于西方，将晚清中国的

外交完全视为西方人扩张的历史。费正清起初也不例外。他刚到牛津时，希望自己“要像西方

在 19 世纪所做的那样，主要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了解现代中国。居住在英国并学会运用大英帝

国的某些观点想法，这是我走向中国的最初经验”。b不过，哈佛“游历教授”韦伯斯特的著作

改变了他的想法。韦伯斯特虽以研究英国外交政策见长，但他所提倡的“历史研究应与同时期

的国家需要相吻合”的观点影响到了费正清。面对西方的极力扩张，当时的清政府如何应对，

清朝的外交政策如何与国家需求保持一致，这些外交史的问题需要从中国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答

案。也就是说，针对当时普遍重视西方因素的中西外交史来说，交往的另一端——中国才是迫切

需要研究的内容。这也促使费正清从一名外交史专家开始转变为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

当时关心和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其个人经历都或多或少与中国有关：“他们关注远东不是出

自传教的冲动，就是由于家庭和商业的关系，或是对文化的渴望和承担政治义务。”而费正清是

个特例，从他的“个人历史中，最初几乎看不到他转向研究中国的任何暗示”，他研究中国的

动机“完全是非宗教的，是纯粹学术性和职业性的”。c这种身份背景在当时为费正清利用现代

史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当时不仅历史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历史

学者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身份。正如“近代历史科学之父”兰克一贯强调的，历史学者的任务是

“如实直书”，不必“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d费正清与马士、

宓亨利等前辈不同，后者是先来中国，再从事研究，因此其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主观

因素。举例来说，马士在 1932 年 2 月 4 日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用再多的同情也不能宽恕整

个中国政府的弊政。这是一种罪恶，它使我们的公民遇到中国司法的反复无常的举动”。e费正

清则从中文史料入手，对治外法权的理解显然比努力避免“当时西方人在通商口岸严重的沙文

主义倾向”f的马士更为深刻和复杂。他在利用道咸两朝《筹办夷务始末》时，除了做出对英、

美、法等国外交政策的解读，也观察到清政府使用各种常规或非常规手段抵制和反抗的一面，

即近代中国的变迁不仅限于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而是中西双方互动的结果。从制度方面

看，外国列强和清政府共同创造了近代中国的变局，中国的近代化是“中西共治”的结果。

当时研究中国的主流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汉学研究。汉学家亦以严密的史料考订为基础，但

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制度、风俗等。至于费正清研究的中国近

代史，被汉学家视为是“单纯的新闻工作”。费正清最初外交学者的身份，使他一直对汉学权威

保持警惕。一定意义上讲，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始终与汉学传统相抗衡。他曾说“汉学是

那些吹毛求疵者的自然栖息地”，g最初拟订博士论文计划时，他就决定“不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

汉学传统的影响”，选取汉学家普遍忽略的近代中国作为研究时段，以中、外文史料为基础，用

现代史学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当时哈佛、牛津、莱顿以及巴黎等地的中国

研究机构中，“一种相类似的汉学研究方法支配着尚未成熟的中国研究项目”。在这些地方难以

获准进行创新研究，据费正清回忆，只能“置身于任何汉学研究的常轨之外，让我像 19 世纪的

a 《费正清自传》，第 24 页。

b 《费正清自传》，第 24 页。

c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11 页。

d 周兵等：《西方史学通史》第 6 卷《现当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25 页。

e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55–56 页。

f 费正清：《出于对H. B. 马士的感恩与怀念》，《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上册，第2页。

g 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俊霞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年，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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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所做的那样，主要以英国人的眼光看待近代中国”。费正清不无解嘲地说自己没有欠债，

“没有人教导他，所以他不害怕任何人”。a这里的“任何人”，自然指的是占主流地位的汉学家。

不过，当他来到中国后，依然将学习中文视为最重要的功课。尽管如此，他还是唯恐自己陷入

汉学家对语言文字的痴迷之中，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中国语言学权威与研究现代世界的权威

无法沟通思想”，“语言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当马士也对此担心时，他回信道：“我决心在

做其他事以前保持做一个历史学家，汉学本身是好的，但是在它与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中就有

些破坏作用。”b关于海外汉学和中国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学界已有充分研究。从费正清的个案

来看，在奠定其学术声誉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传统汉学家的

印迹。费正清执教哈佛大学后，逐步在一些美国著名大学推广他的区域研究模式，从而“使中

国研究从古典汉学研究的规范中彻底分离出来”，开创了“现代中国学”。c

三、费正清的中国取向及其后世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费正清的中国观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他被视为西方中心论在中

国研究中的代表人物，过于强调近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对立，由于费正清

本身的巨大影响力，他的观点又被放大形成意识形态化的“中国观”，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

的制定；d同时他又被自己的学生柯文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强调中国“对西方

挑战回应不力”，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甚至歪曲丑化 19 世纪中国与西方世

界没有关联的侧面。e另一方面，有学者强调费正清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谨

守作为史学家的规范”，f他“没有自称要建立中国历史的一般理论，并且多次表示他厌恶抽象理

论”，“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其学术的一大特征在于“对理论

的怀疑防止了观念形态的陷阱影响他的治学”。g不难看出，以上对费正清泾渭分明的认识歧见

清晰反映出他被高度“抽象化”和“标签化”的事实，这固然体现了他的学术影响力，但从其

研究中找寻费正清本人的“中国观”实有必要。

费正清早期 20余年的学术生涯，大多奉献给《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的准备与写作。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分为 5 个部分，共有 24 章。该书对后世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

下文就其与当前美国中国史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分别予以讨论。

（一）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先导

与传统外交史写作范式不同，费正清并未采用民族志的写法介绍中国的地理、人口、风俗

等国情状况，而是直接切入中西发生联系的历史语境，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

作为西方扩张前的背景和静态的对象描述。这背后暗含了费正清并不赞同西方文明“撕裂性”

的一体化过程，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其发展道路是一个“连续性”的长期过

程。费正清写道，“这种时间上的回归分析恰恰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典型方法，因为时间在逻辑

a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18 页。

b 费正清致格雷夫斯函，1934年10月、12月；费正清致马士函，1933年4月8日、30日，引自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

第 38 页。

c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册，第 13 页。

d James Peck, “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 No.1 (1969), p. 60.

e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 页。

f 郑家栋：《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译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g 保罗·埃文斯：《导言：费正清研究入门》，《费正清看中国》，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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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有其本身的内在关联性。因此，想要研究近代史的人最终会成为中世纪史的研究者”，“切

记不要试图把研究时段的开端作为研究起点。历史研究的过程是逆向追溯，而不是从前往后的

顺次叙述”。a后来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也不断强调这一观念：“我一直提请我的学生们注意，

（中国）历史总要不断地回溯，以追寻因果：如果你想了解 1980 年的事件，从 1980 年开始你一

定很快返回 70 年代。如果你从 1970 年开始，研究其通向 1980 年的历程，你会发现自己不可避

免地要研究 1960 年，并一再促进其回溯。”b出于这样的认识，费正清跳脱了单纯研究 19 世纪

50 年代通商口岸危机下应运而生的海关税务司，而将研究时段前溯至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

1842 年，将视野扩展到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催生出的“清帝国管理体制及其所建立的处理外交事

务机制等一系列问题”。c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使费正清区别于其他的外交史家，进而观

察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以此作为中西交往的基础前提。因此，他在书中提

出：“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历史事实仍然是理解的基础。尽管概念、框架可以促进和指导我们研

究，但并不能取代基础研究。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依然贫乏，还停留在感性描述的阶段……

理论不能不证自明，只有事实才能为自己辩解。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循序渐进，以某方面的

史料，通过一个个的专题研究从细节处积累。”d费正清指出中西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作为不调和的文化实体，两者之间的接触比当代最好的外交史所描述的状况更为复杂”。e

针对当时学界“有关中华帝国政治崩溃的研究几乎全部为西方侵略者的外部视角所笼罩”

的“西方中心论”盛行的状况，费正清在研究中进行了批判和回击。他在书中写道：“事物的

关键还要取决于内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主要还是由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

“1842 年以来日本和中国应对西方的强烈反差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

的主宰力量，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

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f在西方对中国造成“冲击”问题上，费正清指出：“所谓西方

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具有某些促进意义，而不是致命打击。……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是中国人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断调整推进，并非简单的西方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双向互动的过

程。……西方舶来品都得以巧妙地修正。这些通商口岸并非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盘照搬到中国

沿海，而是代表着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西方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g因此，“西方历史传统给中

国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比如鸦片问题、华南商品经济的扩张、农业社

会的剧烈变动，以及随后出现的“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运动等，“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创造”。h

本书的第二、三部分，费正清讲述了第一批条约如何签订，以及中英官员如何使其生效的

过程。在第二部分，费正清叙述了广州体系的崩溃，接踵而来的战争与谈判，以及中国对外

贸易合法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一致性法律原则，同时基本保留专为规范鸦片贸易而设的非正式制

度。i 第三部分，费正清描述了条约履行的艰难实况，形象地将开埠初期比喻成“同时期的美

国西部开发”，对英国人而言“是一项在遥远的边陲充满冒险的开创性工作”，但其面对的问题

“不在于如何征服自然，而在于如何对待古代中国的行为准则”。j 与传统的外交史不同，费正

a 费正清：《致谢》，《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3 页。

b 《费正清自传》，第 28 页。

c 费正清：《致谢》，《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3 页。

d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第 7 页。

e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53 页。

f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6 页。

g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8 页。

h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29 页。

i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75 页。

j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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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更为关注的是代表近代化力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所遇到的挫折。尽管英国人通过战争和

条约打破了清朝既往的外贸和外交体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中国接受近代化和西方是一个连

续的渐进过程，英国人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费正清在考察中英关系的过程中，

并没有采用佩克和柯文诟病他的“传统—近代”的二元视角，而是一直不断转换视角，努力将

“英国和中国的历史联为一体”。而且，他也没有高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力：“中国沿海地

区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地。但就整个中国来说，这样的现代化运动只

能在最初起一点小小的作用。”a

但在柯文等人的批评中，却将费正清视为“冲击—回应”模式的代表人物，指出费正清理

论框架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 19 世纪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

对抗，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b被柯文评为“对

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主张最力的著作之一是邓嗣禹、费正清合编的一部史料集《冲击

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英文版书名为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初版于 1954 年）。然而费、邓二人在 1979 年 3 月写的再版前言中已经阐明：

“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

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

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

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c

事实上，柯文的批评著作于 5 年后问世，他在引用时应该看到过这段声明。

就《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内容，我们也很难找到柯文批评的情况。费正清指出，

1842—1898 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历史进程，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共同促成了近

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d他的核心观念并不在于代表传统的中国应对代表近代的西方，

或者说是中国回应西方的冲击，而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过程是中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

外共治”的海关制度成为 1854 年之后“条约制度”最终的解决方案。与满汉问题的暧昧态度和

开放性答案类似，费正清并未从正面回答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起到决定性

作用的问题。这也给后世学者理解或误读他的近代化观点留下更多的解释与讨论空间。当然，

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及其弟子发展出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尽管以西方中心观作为批判对

象，但“其背后隐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脉络”和“根本性的认知结构”，依然是西方对东方文化

霸权的构成部分，e依然具有“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意识”。f

（二）注重满人因素与满汉问题

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开篇就考察了内亚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

的角色，指出内亚“蛮族”正如四季交替一般，构成了中国王朝编年史的主题曲。唐宋、辽金

元、明、清四个时期，汉人和“夷”轮流进行帝国的政治统治，最后一千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

处于非汉族的统治之下，“外族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g汉人和“夷狄”共同存

在于整个历史。h对清朝统治者而言，与蒙古人建立元朝不同，满洲人“可以用汉人的方式统治

a 《费正清自传》，第 150 页。

b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1 页。

c 费正清、邓嗣禹：《1979 年版前言》，《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年，

第 2 页。需要指出的是，英文版的作者顺序为邓嗣禹、费正清。

d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5 页。

e 朱浒：《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幽灵》，《历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f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 年第 6 期。

g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10 页。

h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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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自己却并没有变成汉人”。a然而，在既往研究中“近代史学家或许对这些显而易见

的宏观背景并不在意，更关注中西互动及其多元走向”。b

费正清对满洲因素的重视，源于欧文·拉铁摩尔的影响。1932 年，他在北京遇到拉铁摩

尔，当时后者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刚刚出版《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拉铁摩尔明确指

出，“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缘孕蓄着非汉族部落政权的涨落”，围绕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与中

国早期的历史紧密相关。费正清读后深有同感：“一个世纪以来到处充溢着条约权利和权益，我

认为这全起自于欧洲的海岸国家，在这种气氛下这本书的出现如同吹来一股清新的微风。”费正

清与拉铁摩尔建立了终身的友谊。1940 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版，费正清给

予了高度评价：“从这本书我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求的观念。通常，一种观念在探索它时总是让人

感到渺渺难寻，一旦受到什么启发而有所获，又怎样让人能够确信？欧文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

把观察结果同已知事实相结合，建立起了历史理论的城堡。无所成就的汉学家们可能会嘲笑他，

可是他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c可见，费正清非常重视清朝政权的满洲因素。

费正清将满人统治者“有意维持自己非汉族社会集团身份”的情况称为“共存”，即“文化

交流并未引起新同质文化的出现，而只是两种文化彼此适应的并存”。满洲入主中原后，“这种

共存性可能被自觉地制度化，成为一种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的混合体”。d清朝建立了满汉

联合执政的制度，一方面“保持汉人在满人监督下进行管理的双轨制”，另一方面“维持其少数

民族的社会认同”。e满人作为“夷狄”对儒家君主制的总体影响体现在政策、运作和理论等各

个方面，“是嫁接在反汉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去民族化”。f当然，费正清也没有否认汉化的存在：

“例如一种古老的说法：‘中国总是不断地同化它的征服者’，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小群游牧民族

入侵者，这一点或许多多少少是适宜的。”g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民族和文明文化问题成为全

球瞩目的学术焦点。美国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清政权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主体，“放弃流行已久

的‘汉化’观点”，转而“正视清朝对于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现实”，h关注

少数民族和内亚因素对清政权的重要性。费正清强调清朝成功的满洲因素，认为满洲“只是不

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继承了汉人的权变手段并“结合

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权力”。和他共同开设清代文献研讨课

的傅礼初更强调满人的重要性，指出“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i

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传统清朝外交实践中的满洲因素和满汉问题，指出满洲官员在和西方

打交道的最初阶段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满人与汉族相比，在对外政策上有本质区别”。j

费正清认为，“满洲王朝的政策并不是汉人政权政策的代名词。反过来说，中华帝国政权对 19
世纪西方涌入的回应并不纯然是汉族的回应，而是满汉儒家君主制这种混合制度的回应”。因

此，“北京政府在 19 世纪前期对西方做出的反应只关注于满人自身的权力和威望，这样的说法

a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56 页。

b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9 页。

c 《费正清自传》，第 54–55 页。

d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54 页。

e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55 页。

f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59 页。

g 《费正清自传》，第 206 页。

h 张瑞威：《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满洲史研究述评》，《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 年第 1 期。

i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37、41 页。

j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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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并不公平”。a而令费正清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满汉观为 20 世纪末美国清史学界的论战埋下

伏笔。囿于时代因素，费正清当时在帝国体制的范围内无法提出“中华民族”b的概念，但他在

书中明确指出“夷狄”与汉人“共治”的局面。清朝创建者满人曾被视为“夷”，近代来华的西

方人也被视为“夷”，费正清以“夷”为切入点，通过“夷”的涵化过程c导引出由“朝贡制度”

向“条约制度”转变这一中西外交史的核心命题。

费正清在书中强调“满汉共治”儒家君主制的社会文化因素，“朝贡制度”是其具体体现。

他指出，当时“西方的政治学家，迄今为止几乎毫无例外地避开了对中国语言和儒家政权的研

究。出于自尊的考虑，他们对中国统治艺术这一最伟大的人类成就视而不见”。d 费正清认为，

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这些汉人并非亲满之人，而是和满人一道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

这些汉人忠诚拥护的共同纽带是儒家的秩序观”。e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也从晚清历史经验出发，

强调儒家文化对清政权的重要性。f朝贡制度是儒家君主制处理对外关系的既有模式。它是“华

夷”制度的产物，由中国边疆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同时也是几百年来中外共同遵

守的交流媒介。朝贡关系的意识形态在满人和汉人心中所占据的位置，“等同于西方人心目中民

族主义的地位”。费正清指出，“外族侵略者常常接纳朝贡思想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个问题

比西方政治学家们已认识到的偏狭之见要复杂得多”。g朝贡制度对“夷狄”的调适并不意味着

做好了与西方打交道的充分准备，正因为其未能成功适用于近代的西方，才造成了近代中国对

西方冲击的反应迟缓。

费正清考察了“满汉共治”下的海关。清朝平定台湾之后的 1685 年，建立了由地方官和中

央派遣官员共同负责的榷关制度。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海关均已纳入该省行政管理

体系，但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仍由中央派遣的粤海关监督（满人担任）直接管辖。粤海

关监督一度废止后又重设，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广东地方官员达成共谋共治的妥协，共同利用商

人群体作为其代理人。因此行商不仅负责贸易，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h由此形成近代开埠

前的外贸治理模式。

近年马世嘉将视野从边疆政策转向对外政策，探讨清朝将 18 世纪成功的边疆政策运用到

19 世纪的对外政策，何以必然会遭到失败。i费正清本书的研究正是其对话的起点。马世嘉指

出：“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 1840 年以前帝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

序的意识形态成见所型铸。由费正清的努力启其先河，在其所建构的普遍架构之解释中，明清

在对外关系上存在一种基于华夏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中华世界秩序’，并借由统称为‘朝贡体

系’的诸制度程序所彰显。这个世界秩序本质上为‘一种中国本部（帝国政府之）行政体系的

外延’，并设计来强化——或看似强化——以皇帝为中心对外族的分级阶序。”他认为费正清在书

中描述的“朝贡体系”，“与其说该体系之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控中国实际对外状况之经济与军事

a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60 页。

b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研究，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c 多年以后，学者借助新的社会科学工具对费正清提出的“夷”字概念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刘禾：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31–135 页。

d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29–30 页。

e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61 页。

f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g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31 页。

h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 年）》上册，第 65–67 页。

i 马世嘉：《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罗盛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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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毋宁说是向国内大众证明外国人承认且臣服于皇帝的权威”。a费正清强调的朝贡体系的

技术手段（包括贸易奖励、宗教与文化压力以及武力等方式）并不是清朝对外政策失败的关键，

问题核心在于清政权将边疆政策的各种手段用在了对外政策上面。b

（三）现代化观与帝国主义观的调适

费正清认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以令外国商人满意的方式受

到控制，但在这一历史趋势中，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还存在比最终发生的情况更具危害的多种

可能性。《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第四、五部分描述了英国推行的条约体系在清政府和中国

人民的抵抗下出现了渐进式的崩溃，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西方国家施加军事高压，清政

府不得不让步，在沿海通商口岸实行中西共同治理，上海设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是中西共治的

产物，也成为 1842—1854 年条约制度的最终解决方案。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对中国现代化所

起的历史作用在西方学界不断得到强化；c而国内学界虽然“强调外部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其最后的着眼点却都落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反应或中国人民的革

命诉求上”。d可见，学者眼中的现代化理论并非客观的、纯粹的学术概念，例如林同奇敏锐地

指出，“Modernization（现代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定义一般现在是采用马克斯·韦伯的，通

过工具理性控制外在世界，控制社会，甚至控制自然”；“但是 Modernity（现代性）不是指历史

上的一个过程，而是某种思维方式，某种思想情绪”。e费正清认为海关的设立是“幸运的”和

“偶然的”，因为它“抢在赤裸裸地吞并或直接由外国控制贸易之前建立起来”，f但即使通商口岸

为中西共治，不是纯西方的创造，费正清也无法绕开西方侵略的帝国主义问题。

不过，费正清始终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有理性的认识，从而构成了他同情

中国革命的内在基础。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他没有忽视西方侵略的客观事实，

而是尽力呈现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并遭遇帝国主义侵略的复杂图景。他颇有深意地写道：“东南沿

海的港口都处于江海的入海口，面临着海洋和外部远洋的世界。它们既是外国人的入侵点，又

是中国人向外到东南亚或更远处寻找生路的出发点。”g当 1932 年 1 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适

值“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们在外国公共租界的外滩登岸，距离正在轰击闸北的日本巡洋舰

‘赤云’舰不过数百码”。h在通商口岸查阅资料的旅行中，“更证实了我从档案中获得的一系列

想法。这些商港无疑构成了一个个各国侨民紧密结合而成的独立的前沿社区。在这里，外国的

服务行业和个人企业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他们的确都发现并开展了同中国相应人物的合

作……然而这样的中外合作场合渗透着侵略性的外国民族主义，同时也相伴着中国人的爱国主

义反应”。i当 1935 年费正清离开中国时，日本已展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他强烈感受到中

国已不再是马士生活的时代和他书中所描述的时代，中国人民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反帝反侵略

力量正在积聚，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他看到了这股力量，因此随后修订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的

最显著的变化是，强化西方帝国主义的存在意识，将“外国经济剥削”作为时代背景。

a 马世嘉：《破解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第 34 页。

b 马世嘉：《破解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第 37 页。

c 最近的全面研究参见方德万：《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姚永超、蔡维屏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

d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e 周武等：《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史林》2002 年第 4 期。

f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 54 页。

g 《费正清自传》，第 138 页。

h 《费正清自传》，第 44 页。

i 《费正清自传》，第 150 页。



147

四、结语

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贸易与外交，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当下的中国也具有现

实意义。费正清指出，19 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图在中国创造新的外交体系，以条

约制度代替过去的朝贡制度，但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无疑遭遇了失败：通商口岸时代的中西共

治绝不是纯西方的创造。他在综合利用中、西文资料的研究中看到了清朝官员和中国民众的巨

大力量，尽管拥有军事和外交上的优势，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屈从于当地的传统和环境，如协定

关税、特许专卖品、出口税都是由中国官员自己设计，并无外国人的帮助。通商口岸是一种新

型的双重社会，既不全是中式的，也不全是洋式的，因此通商口岸所建立的新式中西关系，并

非由西方力量所主导。与此同时，费正清还观察到清朝满汉分治原则在贸易与外交问题上的应

用，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满族统治者的权力进一步衰落，因而立足于“治夷”传统，努

力将寻求在中国确立条约制度的西方入侵者纳入到清王朝自身的权力结构之中，并为其所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西方开放的扩大。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费正清较为充

分地展现了互动交往的外交史研究视野，与柯文所概括的“冲击—反应”模式颇为不同。

当然，任何史学著作都有其时代特点和历史局限。费正清在本书中呈现的外交在近代中国

对外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角，已经成为其倡导的区域研究，以及新兴的全球史研究批评的

对象；其外交带动贸易的观点也被近年美国学界兴起的加州学派所修正，近代中国与西方、贸

易与外交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远超出他的判断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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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w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s early academic career. It is the first academic work 
in western world to use historical archives both in Chinese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to study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which expanded the complex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nations. At that time, Fairbank broke away from traditional classical Sinology and ethnography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and initiated a new phase in modern Sinolog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is 
writing process and concrete content of his book, the author discusses Fairbank’s views of Manchu-
Han relationship, modernization, and imperialism, and to various degrees other theoretical issues, which 
could help us to rethink his China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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